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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吕祖谦是南宋乾淳时期重要的理学家和史学家，一生著述丰硕，尤勤于研治《左
传》。吕祖谦结缘于《左传》与家学渊源、时代理学思潮和个人治学旨趣密不可分。吕祖谦的
《左传》阐释，分别秉持了经学立场与史学立场。从经学立场出发，吕祖谦认为《左传》是一部讲
究褒贬、以事解经的史书，高度重视阐发《左传》义理，既认为其“字字缜密”，所记无一件闲事;
又指出其对于义理的阐发不够，不明纲常伦理，好说灾祥，醉心于霸道事迹，期望将其纳入到理

学的谱系中来。从史学立场出发，吕祖谦肯定《左传》是一部编年叙事的史书，重视阐发《左传》
的史法、史学思想、典章制度和历史文献价值等。吕祖谦的《左传》阐释呈现的经史并重特点，
与其以经学作为伦理道德标准以正人心，以史学之过往史事为现实提供借鉴的致用观密不可

分。吕祖谦的《左传》研究呈现的治学特点，发端了浙东学术秉持的“言性命必究于史”的学术
传统。
【关键词】 吕祖谦 《左传》 经学 史学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与史学家，活跃于乾淳之际，与朱熹、张轼并称为“东南三
贤”，史称: “祖谦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涘。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荦
之士皆归心焉。”①吕祖谦在学界声名极高，甚至被视为当时“道学最重要的领袖”。② 他所创立的
婺学( 又称吕学) 是南宋学术重要流派，“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 朱学也，吕学也，陆学
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
统润色之。”③兼取朱陆和承继“中原文献之统”是婺学的重要特点，而在治学上婺学则格外重
视史学，以至于朱熹批评其“博学多识则有矣，守约恐未也”，④“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
理会”。⑤

以往学者对吕祖谦学术思想的研究，或侧重于史学，或侧重于理学，仅有少数学者兼顾经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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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并非以经史关系为视角。① 当我们顺着前人研究的成果往前推进，疑问随之而来: 为何吕祖谦
要选择《左传》作为诠释经典的重心? 他诠释《左传》的背后有怎样的学术思想脉络? 经学和史学两
种不同的立场如何被他运用到《左传》的诠释中? 本文通过对吕祖谦学术研究重心之一《左传》研究
的探讨，期望从经史两种不同立场的阐发中，对其《左传》研究重新作出检视。

一、吕祖谦与《左传》的因缘

吕祖谦平生勤于治学，学术研究领域涉及理学、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著述宏富。在南宋理学
家中，吕祖谦以重史闻名，而其在史学研究中，又以治《左传》成就最大。吕祖谦关于《左传》的研究
著作主要有八部———《左氏博议》25 卷、《左氏传说》20 卷、《春秋左氏传续说》12 卷及《纲领》1 卷、
《左氏类编》不分卷、《左氏统纪》30 卷( 今已佚) 、《左氏手记》1 卷( 今未见) 、《春秋集传微旨》( 今已
佚) 、《左氏国语类编》2 卷( 今已佚) 。从这些著作足以看出吕祖谦对《左传》的重视，这与其家学渊
源、时代理学思潮和个人学术旨趣密不可分。
首先，吕祖谦的家学渊源为其《左传》研究奠定了思想与知识基础。如全祖望所说，吕祖谦的学

术“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② 吕祖谦的
学术有个重要来源———“中原文献之传”的家学功底。吕祖谦七世祖吕夷简、六世祖吕公著、五世祖
吕希哲、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多人登于《宋元学案》，其中吕本中更被单列为《紫微学案》，“盖自
正献以来所传如此。原明再传而为先生( 吕本中) ，虽历登杨、游、尹之门，而所守者世传也。先生再
传而为伯恭，其所守者亦世传也”。③“中原文献之传”从思想上看是北宋诸儒的学术思想; 从治学方
法上看是重视文献，认为历史的撰述需要大量的资料，缺少了资料即便有治史之心也无可能。
其次，时代理学思潮的兴起带来《春秋》学的勃兴，学者普遍期望对《左传》作出符合义理的阐

发。一方面宋儒对《春秋》的阐释离不开《左传》记事的运用，另一方面理学家普遍不满于《左传》不
合义理之处。程颐《春秋传》中的“义”用“理”的概念来表述，开始将《春秋》纳入理学的范围; 胡安
国作《春秋传》，也以义理阐释《春秋》。以义理阐发《春秋》“大义”成为时代风气。在这个“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的时代，④《左传》作为《春秋》三传之一，无论学者治《春秋》的路数如何，都无法
撇开《左传》阐发《春秋》之义。然而，《左传》的显著特点却是重视以史解《春秋》，而其所表达的事
功思想也多与时代理学观念不合，朱熹的批评便很有代表性:“左氏有一个大病，是他好以成败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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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他做得来好时，便说他好; 做得来不好时，便说他不是; 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这是他大病。”①朱
熹站在理学家的立场，认为《左传》没有以“理”来评判是非，指责其以成败论人。但也正因如此，对
《左传》进行符合义理的阐发才显得尤为必要。
最后，吕祖谦个人治学讲求致用，《左传》亦经亦史的特性，可以更好地发挥经史之学不同的致用

功能。吕祖谦不同于同时代其他理学家之处，在于他非常重视史学，主张经史并重。他虽然认为经
为治学之本，却也充分认识到史学的价值: “学者当先治一经。一经既明，则诸经可触类而长之也。
史当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读，则上下首尾洞然明白。”②吕祖谦在阐发他的治学方法时，以经史
对举，史学不仅是其“证经”的一种手段，更契合了其思想中的“事功”因素，发出了“学而无所用，学
将何为也邪”的强音。③ 史学经世致用的特性不仅是吕祖谦重视史学的根本原因，也是由其开启的
浙东学术倾力于史学研究的目的所在。

二、经学立场: 对于《左传》的义理阐释

在中国学术史上，《左传》究竟是一部解释《春秋》的经书著作，还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围绕这一
问题纷争不已。争论的焦点在于《左传》传不传《春秋》，今文经学家认为《左传》不传《春秋》，古文
经学家则认为《左传》传《春秋》。从《左传》本身来看，之所以产生这种分歧，一是《左传》记载的内
容与《春秋》没有一一对应，二是《左传》解经的内容存在着后人加入的痕迹。④ 刘逢禄、康有为认为，
《左传》为刘歆改造，而之前的《左传》与《春秋》不相干，胡念贻、顾颉刚都认为《左传》并非《春秋》之
传。关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及其经史属性，吕祖谦的立场是较为清晰的。
吕祖谦明确认为《春秋》是经:

吾夫子作《春秋》，盖以深切自命; 而传《经》者亦谓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君子
将用力于切近之地，置是《经》，其何从! 昔者，某尝读是《经》矣。降隐讫哀，阅君十二。其
褒者，既往之功也; 其贬者，既往之罪也; 其国其爵，其氏其名，皆既往之陈迹也。终日历数
古人之臧否，而我无与焉，不识所谓切近者，果何等语? 意者夫子之褒贬，借古而警今

邪……然则，《春秋》所谓切近者，岂无所在邪! 通古今为一时，合彼己为一体，前和后应，彼
动此随，然后知吾夫子之笔削，本非为他人设。⑤

这段话包含了四重含义: 一是肯定《春秋》是经，“置是经”“读是经”即为明示; 二是认为《春秋》具有
“拨乱世，反之正”之“大义”; 三是认为《春秋》用褒贬书法来申明“大义”; 四是认为《春秋》乃“切近”
之学，旨在“借古警今”，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通古今为一时，合彼己为一体”，将“陈迹”与现实结
合起来。很显然，吕祖谦视《春秋》为经，目的在于通经致用。
关于《左传》的属性，吕祖谦认为它是以史事解经的史书，却又与其他史书并不相同。“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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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又与看《左传》不同，《左传》字字缜密，《史记》所载却有岁月差互、先后不同处，不似《左传》缜
密……一部《左传》都不曾载一件闲事，盖此书是有用底书。”①在吕氏看来，《左传》“字字缜密”，这
是从经学角度来认识的; 经传则字字有深意，细致紧密，这是在经学意义上来看。《左传》与《史记》
等一般史书不同，说《左传》是“有用底书”，这是从史事的角度来谈的，通过记载史事来达到经世致
用的目的，正是中国古代史书的撰述旨趣。
经与史的分别，正如皮锡瑞所说:“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 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

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②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立褒贬”。吕祖谦认为，《左传》既然具有
传经义的功能，其间是有褒贬的，只是不同于《公羊传》《穀梁传》直接阐发《春秋》之义，它往往是通
过记载史事的方式来阐发经义。如在僖公四年( 公元前 656 年) “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句
中，吕祖谦认为这是“《左氏》书法最高处”，③其切合道义，体现褒贬之法。吕祖谦说:“盖当时骊姬所
惮者，惟里克一人而已。然里克柔弱避祸，却有中立之语，使骊姬敢于逐申生而立奚齐，全无忌惮。
此便是与里克同商量一般。”④虽然里克并未与骊姬合谋，但逐申生立奚齐事件中，里克是唯一能阻
止的人，却因胆小怕事，以中立自居，助长了骊姬的气焰，里克应该为此事负责，因而“与中大夫成谋”
一句切合道义。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公元前 546 年) “宋向戌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及“宋左
师请免死之邑”条，吕祖谦认为“以为名”三字“书得极好，最得法”，“真有书法”。⑤ 此三字让向戌弭
兵的企图昭然若揭，向戌利用与晋、楚两大国当权者交好的优势，不但以弭兵为自己博取名声，而且
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利益。所以，吕祖谦说: “《左氏》于前书弭兵为名，既有以诛其心; 于后则记其请
邑之事，又有以正其罪。”⑥

吕祖谦重视对《左传》义理的阐发，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是以《春秋》为评价人物的标准。如评
《左传》文公十五年( 公元前 612 年) “齐人赦单伯归子叔姬”条曰:

单伯为鲁请子叔姬于齐，《左氏》无异辞，《公羊》、《穀梁》两家以为单伯淫于叔姬，是以
见执。从《左氏》耶，则单伯无毫发之愆; 从《公》、《穀》耶，则单伯有邱山之恶。此千载未断
之狱，待后儒之阅实也。吾请以《经》为律，以《传》为案，以同时之人为左验，平反而昭
雪之。⑦

吕祖谦认为，从《春秋》可知单伯为周臣，而不是鲁大夫，隐公元年( 公元前 722 年) “祭伯之来”、隐公
七年( 公元前 716 年) “凡伯之伐”、文公元年( 公元前 626 年) “毛伯之锡命”等记载中，都可以看出
“伯”为周臣，并且《春秋》中诸侯之臣没有称“伯”的现象。如果单伯为周臣，则符合礼法，单伯为鲁
大夫，则子叔姬为出嫁女，随意回娘家不符合礼法。《公羊传》《穀梁传》二传指责单伯淫子叔姬，其
本质便在于单伯的身份属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左传》与《春秋》是一致的，《公羊传》《穀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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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左氏博议》卷 22，《吕祖谦全集》第 6 册，第 5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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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执一词，因而“孔子是，则《公》、《穀》非; 孔子非，则《公》、《穀》是”。① 因而《左传》遵从《春秋》之
意，于此“无异辞”最为恰当。
二是叙事之中有“法意”。所谓“法意”，是指左氏承继《春秋》褒贬书法，运用特定的书法形式来

反映和褒贬史事，从而表现“史意”。《左传》卷首:“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②

这段话在《左传》中仅是作为叙事所用，并无其他含义，但吕祖谦在评说中却认为其中隐含着立隐公
为君的意义。吕祖谦首先叙述古代诸侯继承制度: “古者诸侯继世虽以适而不以长，然元妃苟无適
嗣，则庶长当立。自先儒皆有是说，此理甚明。”接着结合鲁国情况:“今惠公元妃既无適子，则继室之
子虽非適子，却是庶长。”又从《左传》的叙述顺序得出结论:“《左氏》首载‘孟子卒’，即载‘继室以声
子生隐公’一句，而隐公之当立，焕然无复可疑……《左氏》载下面仲子为鲁夫人事，则曰:‘有文在其
手，曰为鲁夫人。’言其有文如此，实非夫人也。桓公，亦均之为庶子耳。叙事至此，则隐公之当立与
否，益易见矣。”吕祖谦认为，“只此一段，正如法吏断案，善叙陈其事，而法意自在其中。此《左氏》具
文见意处，所以学者要看得详细。”③这里所谓“法意自在其中”，显然是肯定《左传》的史事褒贬书法。
三是注意区分《春秋》之“义”。吕祖谦认为，《春秋》之“义”有两层含义: 一是孔子之前作为史

册的鲁国《春秋》包含了史官的政治观点和好恶，本身便有义、有褒贬; 二是孔子笔削后的《春秋》最
大限度地阐发了鲁史《春秋》中的义，并将自己的义融入其中。《左传》的“五十凡”旨在阐明《春秋》
之义，通过五十凡例与《春秋》的对应关系来解经是杜预《左传》学的重要创造，历代学者对此说多有
褒贬。吕祖谦认为，《春秋》之义需要区分“鲁《春秋》”与“孔《春秋》”的不同。如《左氏传续说》解
《左传》文公十四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这即是其中一“凡”，其曰:“此
是鲁史之例，非孔子《春秋》之旨。盖鲁史不书，所以惩不赴者之不敬。《春秋》不书，所以惩天下诸
侯之无王。盖天下共戴天子于上，安有天子崩，诸侯犹有待于赴而后知耶?”④对于杜预注《左传》中
“从赴告”之说，吕祖谦认为鲁史与《春秋》之义不同，以“从赴告”来解说鲁之旧史尚可，但对于经过
孔子笔削的《春秋》，“从赴告”之说则站不住脚: “杜预以从赴告解鲁史，则固然。若以赴告解《经》，
则谬矣。杜氏止识鲁史之例，而圣人之意固不知也。”⑤吕祖谦从义理角度区别鲁史之“例”和孔子之
“例”，其论固可商榷，但其所论不但重视对《春秋》义理的阐发，而且肯定了原有史家之义的客观
存在。
吕祖谦虽然重视《春秋》的义理阐发，但是站在经学立场而言，则明确认为《春秋》之义的格局要

高于《左传》。他举了三个例子:“以隐公不书即位为摄，是有见于鲁史而无见于《春秋》也。以周、郑
交恶为不信，是有见于盟约而无见于名分也。以归鲁地为正，以存许祀为礼，是有见于节目而无见于
大体也。”⑥如果说《春秋》是超越了其时代性而成为万世不易之法，那么，《左传》显然是没有做到这
一点的，“盖未能不易乎世，故其论议每如此”。⑦ 吕祖谦进一步指出《左传》于义理有“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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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左氏博议》卷 22，《吕祖谦全集》第 6 册，第 504 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3 页。
吕祖谦:《左氏传续说》卷 1，《吕祖谦全集》第 7 册，第 1—2 页。
吕祖谦:《左氏传续说》卷 6，《吕祖谦全集》第 7 册，第 135—136 页。
吕祖谦:《左氏传续说》卷 9，《吕祖谦全集》第 7 册，第 248 页。
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 13《甲午〈左传〉手记》，《吕祖谦全集》第 1 册，第 559 页。
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 13《甲午〈左传〉手记》，《吕祖谦全集》第 1 册，第 5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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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只有三般病，除却此三病，便十分好。所谓三病者: 左氏生于春秋时，为习俗所移，
不明君臣大义，视周室如列国，如记周、郑交质。此一病也。又好以人事附会灾祥。夫礼义
动作，古人固是于此见人吉凶，亦岂专系于此? 此二病也。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 才说圣
人，便无气象。此三病也。①

“一病”是左氏受当时习俗影响，“不明君臣大义”，在“周郑交质”中将周王室与郑国并称，站在理学
家的立场上，这种记载无疑违背了纲常伦理。“二病”是左氏好以人事附会灾祥，吕祖谦虽然认为春
秋时确实存在以灾祥言人事的情况，也承认天人感应，但不满《左传》过分附会灾祥之说，认为“人之
正心感天地之正气，所谓符命者自可信，却不是附会凑合得来”。② 宋儒受理学思潮影响，传统的天
命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外在于人的天命内化为人的一部分，追求内在性的超越，这无疑动摇了灾

祥说的基础。是故，欧阳修、司马光、郑樵等人都对灾祥说进行了强烈批判。“三病”是左氏津津乐道
于管仲、晏婴等人的事迹，说到孔子“便无气象”，有尊霸贱王的倾向。吕祖谦与当时的事功派陈亮、
叶适、陈傅良等人多有交游，一定程度上受到事功学派王霸并重思想的影响，认为“霸亦尝假德而
行”。③ 但是，吕祖谦毕竟还是以二程洛学为宗，不满于左氏对于王道的忽视。总的来说，吕祖谦对
《左传》的批评是从理学视角得出的。对《左传》义理的不满，反而催生了吕氏对《左传》的阐发，他通
过重新推阐《左传》中的史事和人物，构建符合理学的伦理价值观念。
吕祖谦在对《左传》的讲解和发挥中，有两个颇具时代特色的特征。一是以天理来解说《左传》。

吕祖谦以二程之学为宗，在对《左传》中的是非善恶作出经学论断时，自觉以天理作为根本，将天理作
为衡量万事万物的最高标准，仅举几例。如，庄公六年( 公元前 688 年) “卫侯放公子黔牟”条，卫国
左公子洩、右公子职逼走卫惠公后扶立公子黔牟，卫惠公逃到齐国后，在齐襄公的帮助下回国复位，
诛杀左、右公子，放逐黔牟，《左传》认为此事的历史教训在于: “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
焉。不知其本，不谋; 知本之不枝，弗强。”④其含义有二: 1．立君要以其人为先，而后才能以适当方法
和时机为其谋位，在其本身素质不足的情况下不能立之; 2．即便具有立君的个人素质和条件，但是外
界孤立无助，不能安定国家，也不能勉强立之。公子黔牟既不具备根本，外界也无帮助，因而卫国左、
右公子迎立黔牟必将以失败告终。而吕祖谦并没有从立君标准来谈，而是着眼于卫侯的荒淫无道和
其子的贤良:“世皆以人欲灭天理，天理不可灭……二子自幼至长，所闻者何语，所见者何事? 而介然
自守，习不能移，岂得之于人乎! 是天以二子而彰，此理之未尝亡也。呜呼! 天理固然矣。”⑤吕氏认
为，以卫宣公之荒淫无道，败坏伦常，却有伋、寿这样的贤子，看起来好像是不符合天理，实际上，这正
说明了人欲不可灭天理，天理常存万事万物中。即便是乌烟瘴气的卫宣公之家，也会养育出贤良的
伋、寿二子，这正是天理不灭的明证。
再如，隐公十一年( 公元前 712年) “颍考叔争车”条，记载了颍考叔与公孙阏争车，导致在攻打许国

都城时被公孙阏暗箭射死。吕祖谦认为，“理”是唯一的绝对存在，“气”则是有偏有全，由此造成了种种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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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一气之春，播于品物，其根其茎，其枝其叶，其华其
色，其芬其臭，虽有万而不同，然曷尝有二气哉! 理之在天下，遇亲则为孝，遇君则为忠，遇

兄弟则为友，遇朋友则为义，遇宗庙则为敬，遇军旅则为肃。随一事而得一名，名虽至于千
万，而理未尝不一也。气无二气，理无二理。然物得气之偏，故其理亦偏; 人得气之全，故其
理亦全。①

回到颍考叔这里，颍考叔以孝心感动郑庄公，缓和庄公与母亲的关系，其孝心可嘉。如果颍考叔能进
一步发展其孝心，“凡天下之理未有出于孝之外也”，②然而很显然，在伐许过程中因争车引来杀身之
祸，就是他的理气未能相通，不能推之以极的缘故。
二是紧密结合时代政治解说《左传》。吕祖谦生于宰辅世家，对国家前途命运有着深切的关照，

其治学亦以有用于世为目标。他在阐释《左传》时注重将其义理结合时政，考察得失。在治学中重视
结合现实，是宋儒的普遍特点，“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便主张“明体达用”之学，欧阳修、二程、王
安石、司马光等人在学术中都有对现实政治或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胡安国《春秋传》紧密结合时
政，重视宣扬尊王攘夷大义，对吕祖谦有直接影响。吕祖谦出生时距离北宋灭亡不过十年，从北宋到
南宋政治上的失利和屈辱、家国的动荡和收复中原的愿望，是那个时代最突出的议题，这些都催发了
宋儒积极思考富国强兵的对策。吕祖谦史学中的经世致用色彩即是源于对这些议题的思考，最突出
的体现便是在抗金问题上，对应到历史中，就是攘夷之义，如文公元年( 公元前 626 年) 记“楚子立商
臣为太子，令尹子上曰:‘楚国之举常在少者’”，对此，吕祖谦认为:“大抵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其有
三纲。夷狄之所以为夷狄，只缘无三纲……三纲既绝，此《春秋》所以降楚于夷狄也。”③以礼仪习俗
来分别中国和夷狄，在吕氏之前已有不少学者有此观点，“但从《左传》中发掘此义却是吕祖谦的首
创”。④ 吕氏之所以如此阐发，是由于他对南宋偏安一隅的政治现状极为担忧，希望通过对三纲五常
等社会道德与秩序建设，达到富强的目的。
吕祖谦以经学立场对《左传》作出义理阐发，特别是评述《左传》于义理上的缺失，目的是将以史

事解经的《左传》纳入理学中来，以理学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左传》的得失; 而吕氏对于《左传》进行
的富有时代性的阐发，不但将理学与《左传》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结合，也在实际中提高了《左传》的学
术地位。

三、史学立场: 对于《左传》的史事阐释

以经学视角而论，吕祖谦认为《左传》讲究褒贬、内蕴义理，不同于一般的史书; 站在史学立场，吕
祖谦又认为《左传》是“国史”，与《公羊传》《穀梁传》明显不同。《左传》中文公十四年( 公元前 613
年) 有“又执子叔姬”条，吕祖谦对此评说道:“公羊子以为单伯淫叔姬，盖公、穀只是经生，不识朝廷
大体。其间载事或有鄙俚，然其中说经旨处，却与理合处甚明，不可不子细。盖缘他传得子夏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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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识见至此。若载事则不比《左氏》。左氏是国史，识得朝廷大体。”①相较于《左传》，《公羊传》《穀
梁传》在记事上有两个明显的缺点，一是不熟悉当时政治制度，二是记事粗俗浅陋，但《公羊传》《穀
梁传》突出的优点则是对经义推阐详细明白。也就是说，就“事”而言，吕祖谦更推崇《左传》，但亦承
认《公羊传》《穀梁传》对“义”的阐发“与理甚合”。吕祖谦还明确指出，《左传》是第一部编年体史
书，“编年之体始于左氏”，认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是续《左传》之作，这是因为“《传》终云‘知伯贪而
愎，故韩、魏反而丧之’，左氏终于此，故《通鉴》始于此”。② 稍晚于吕祖谦的史学家胡三省亦认为，
“《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③

从史学立场出发，吕祖谦的《左传》阐释主要体现了以下四点思想。
一是肯定《左传》叙事得法。吕祖谦认为《左传》叙事得法，如《左传》定公四年( 公元前 506 年)

“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条，吕祖谦评说道:“季芈畀我只一人。《左氏》书此一句，正是史法，便
见得其余皆非楚所有，故以班处宫。”④蔡昭侯联合吴王阖闾和唐成公攻打楚国，楚昭王仓皇之中只
带着妹妹季芈畀我一人出逃，由此可见除其妹妹之外，其余子女玉帛等已不属于楚。只此一句，已将
楚国君主的境况交代清楚，并铺垫了下文“以班处宫”的发生。
又如桓公十八年( 公元前 694 年) “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繻曰: ‘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

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吕祖谦认为这一记叙中暗含姜氏是第一次到齐国，因而《左传》以谏言
反映这段史事:“《左氏》所以载申繻谏辞一段者，便要见得姜氏是第一次如齐处。言前此未尝如齐，
至此方往，故申繻以未曾有此，遂入谏耳。故《左氏》因以谏辞系之。大抵作史之法皆如此。”⑤史书
记事要在有限的篇幅内，交待事情的原委，因而就会将史实暗含于上下文中，此处以申繻的谏词暗示

文姜是婚后第一次归齐，因而谏之。
《左传》叙事不但颇重技巧，还“极有笔力”:“如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写其怨端之所以萌，
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见。始言‘亟请于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后面言‘姜氏
欲之，焉辟害’，此全无母子之心……此《左氏》铺叙好处，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⑥《左传》对“郑
伯克段于鄢”事，于寥寥数言中已将武姜、共叔段、郑庄公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刻画出来，张弛之间已
将各人的心迹铺陈开来，可见其行文叙事的功力。
二是认为霸政“未尝专恃力”。《左传》记述的是春秋霸政的历史，吕祖谦自然要对《左传》的霸

政观发表自己的看法。吕祖谦一方面视《左传》具有尊霸贱王倾向为其义理三弊之一，另一方面也反
对尊王贱霸。他的立场处于二者之间: 既肯定三代是王道，同时认为霸道政治离不开王道，“王道霸
业相为消长”，⑦“自古论王霸，皆曰王以德，霸以力。德与力是王霸所由分处。然而霸亦尝假德而
行，亦未尝专恃力而能霸者。”⑧很显然，吕祖谦的王霸论具有折中主义思想倾向。
吕祖谦评论《左传》的王霸观，即以此为指导思想。《孟子·告子下》记述葵丘之会盟约，《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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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将五条盟约内容省略，只记载了一句。吕祖谦对比二者记载的差异并评论道:

《左传》载葵丘之会，隐其五命，而止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以孟子
五命之事观之，见得左氏爱仲之深，而于桓公之过皆隐而不书，如内政之类皆是。桓虽为霸
主，而于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特隐之，所以使后世不知桓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
观孟子、左氏之言，其意岂不尽见? 孟子之言出于无心，故无所隐。左氏之言拘于有爱，故
欲隐其过。①

由此可见《左传》中的隐去是作者刻意为之，葵丘之会的五条内容齐桓公自己也未能遵守，左氏特意
隐去，是为了“使后世不知桓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显然是“拘于有爱，故欲隐其过”。不过，吕氏仅
比较了二者书法的不同，并没有对《左传》的回护提出批评。
在理学思潮普遍尊王贱霸的思想背景下，吕祖谦的《左传》阐释在一定程度上为霸道政治作了辩

解。他从史实出发，认为“当齐桓未霸以前，戎狄横行于中国。灭卫、伐鲁、伐周之类甚多。自管仲相
桓公之后方能攘之，所以孔子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之叹，须看当时事体，然后知圣人之语不妄
发”。② 这是肯定孔子对于管仲维护华夏文明的认可。吕祖谦又说，霸道“虽一时上僭王法，然止霸
者一国而已，天下诸侯不敢自肆，不至如战国之甚。霸者之功不可厚诬”。③ 对于后世批评孟子不尊
王，吕祖谦认为，春秋时期诸侯尚有尊王之心，孔子因而多说尊王，“到孟子时分周为东、西，天命已
改。孟子出来劝诸侯以王者，盖缘时节大不同了。大抵后世不考其时节不同，欲解说孟子不尊王，强
取孟子一二事，终不能胜议论者之口。”④虽然所论内容是经学，但吕祖谦将史学视角带入其中，将历
史人物的观点还原到其所处时代，得出孟子不尊王乃王道衰微后的必然结果。这已经不是“以史证
经”，而是“以史说经”了。
三是重视对《左传》中典章制度的研究。吕祖谦分门别类汇编《左传》史料而成《左氏类编》，其中

多个门类都有典章制度的内容。该书中排列最为详细的便是“诸侯制度”一门，据黄灵庚考证，其中共
列五百八十余条，如在“论议”门下，特设“论典礼”一类，将《左传》中涉及的典礼论述的内容全部罗列出
来，如昭公十七年( 公元前 525年) “郯子论官名”、昭公二十四年( 公元前 518年) “晏子论礼”、定公十年
( 公元前 500年) “孔子论嘉乐不野合”、哀公六年( 公元前 489 年) “楚昭王论命祀”等。除此之外，《左
氏类编》中“礼”“财用”“刑”三门都是与典章制度有关的门类，可见该书载典章制度分量之重。
在诸多典制中，吕祖谦尤其重视《左传》关于礼制的记述。吕祖谦认为，《左传》中的礼制既有周

之旧典，又有春秋时的礼制，需要注意区分:

《左氏》所谓礼，非《左氏》自说，乃是周之典礼。盖夫子未笔削《春秋》时，鲁史本谓《鲁
春秋》。《鲁春秋》之法，合于周礼者则书，不合于周礼者亦书，所以示劝戒也。故韩宣子适
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今《左氏》所谓“礼也”之类便是。然其中却
又有两般: 有周之旧典礼经，又有春秋当时之所谓礼……古之周礼，非今《周礼》之书。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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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之书，只可谓之《周官》。①

通过对《左传》中的“礼”进行辨析，吕祖谦认为《春秋》出自鲁史，其中多是合于周礼的记载，以示劝
诫。但是，《左传》中也不尽是周礼，还包括春秋时期的“礼”，吕祖谦认为周礼与后来的《周礼》一书
颇为不同，两者不能混淆。
吕祖谦注重考察制度的流变与沿袭。如乐礼的崩坏，孔子认为不正之乐“归之郑声”，吕祖谦考

证当时并不只有郑国有不正之乐，“卫有桑间濮上之音，子夏魏文侯之对言之甚详，皆是不正之音”。
孔子为何将不正之乐唯独归为郑声呢? 吕祖谦认为这是由于“盖郑音首坏先王之乐，其奸声尤
甚”。② 又如，在成公十年( 公元前 581 年) “荀偃士匄请伐偪阳”、成公十四年( 公元前 577 年) “荀偃
言鸡鸣而驾塞井夷竃”中，吕祖谦从晋国没有尽灭偪阳俘虏和晋悼公封偪阳于宋国的举动得出结论:
“所以不忍尽灭，使周内史者，可见制度尚在。《周官》内史之职，掌八柄，曰爵、曰赏以封诸侯。晋要
封偪阳，必命周内史。此周之官制尚在，《左氏》与《周礼》源流体统相承接。”③吕氏认为，周内史参与
晋封偪阳于宋的活动中，说明当时周朝的官制还是存在并且运行的，从这一制度层面可以看出《左
传》对《周礼》的承接和二者的紧密联系。
吕祖谦从对制度的分析中纠正文献中的错误说法。如桓公二年( 公元前 710 年) “今晋，甸侯也，

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条下，吕祖谦论述所谓“甸”有两种:“有畿甸之甸，有侯甸之甸。”其中，
“《禹贡》曰:‘五百里甸服。’此是畿甸之甸。《周礼·职方氏》曰:‘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
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此是侯甸之甸。”④但是，《周礼·职方志》又记载:
“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
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⑤这段记载与其他书的载录并不相符，因而，吕祖谦认为:

大抵《周礼》所载，皆与其他书合。惟此一处，却有可疑。恐是后来诸侯欲侵占土地者，
私广其数目耳。且以《孟子》考之，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以此益可见古
者三等之制。又曰:“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为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古者公侯皆是百里，如何便有三百里、四百里之制? 况
《孟子》正是当时人，岂不可信?⑥

吕祖谦通过详细的考证，论证了《周礼·职方志》中这段制度的记载不可靠，并指出其原因可能是诸
侯为侵占更多土地而故意增加封地面积，更改了这段史实。
四是从历史文献视角阐发《左传》。吕祖谦在对《左传》的阐释过程中，将五经、各家经传、史书

中的相关篇章都吸收进来，进行细致深入的考订，以厘清《左传》记事。《左氏传续说》便引用了《诗》
《书》《易》《周礼》《礼记》《仪礼》《论语》《孟子》《公羊传》《穀梁传》等经学著述，运用典籍中所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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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事，得出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结论。如对采邑制度在先秦时期的变化，吕祖谦从《礼记·王制》中
找到了依据:“《王制》曰:‘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古者王畿有六乡，六乡外有六县，
六县外有都鄙，此古采地之制，未尝世袭，但世禄耳。自春秋以来，采地诸侯始世嗣。”①他认为春秋
以前的采邑制度不是世袭而是世禄，自春秋诸侯开始世袭。
吕祖谦注意到文献的流变性特点。针对“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

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②吕祖谦说:

观《易象》、《鲁春秋》与周礼初无干预，须看得宣子善观书处。如春秋周礼自《易》看，
若《易》与周礼大不相干，此最难看。盖《左氏》所书，合于礼者褒之，不合于礼者贬之。此
与周礼相去犹近。然《左氏》所释乃鲁之旧史，未经夫子之笔削者。宣子但见夫子未笔削之
《春秋》，不见夫子已笔削之《春秋》。夫子已笔削之后，抑扬高下，无非妙用所在。此非宣
子所能见。《易象》之初，未有爻辞，至文王、周公，始为之。大抵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吉凶
军宾嘉皆寓于其中。故《易》之三百八十四爻，所以该在是礼。周公作《周礼》之书，所以具
其条目。是以周公既作《易》之后，又作《周礼》，实相表里如此，知周礼之所以尽在鲁也。
宣子固不能知此，必其得于老师宿儒之传，故能言之。③

吕氏认为《春秋》本是孔子笔削《鲁春秋》而作，韩宣子所见《春秋》只是鲁之旧史，《易象》一书本无
爻辞只有卦象，到文王、周公时开始作爻辞，然后周公又作《周礼》与《易象》互为表里。韩宣子既未
能见到孔子删定的《春秋》，也不知道《易象》一书的成书过程，因而，他说“周礼尽在鲁”必定是在两
书之外另得大儒所传，才有这样的见识。
吕祖谦对《左传》阐发的特色正在于他的史学视角，他以历史的眼光指出《左传》作为一部史书

在笔法和叙事上的优点。从历史视角阐释王霸义利之道，从史实上为霸道政治作了辩解。要历史地
考察《左传》中的人物和事迹，离不开对当时典章制度的研究，吕祖谦不但对《左传》文本中的制度进
行前后贯通的考订，还参照诸多先秦著述进行文献之间的考订，从制度出发纠正文献中的错误说法，

形成更为理性的历史认识。

结 语

黄俊杰在阐述我国古代的诠释学传统时说道: “中国文化中的诠释学传统，具有强烈的现实取
向，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形上学的玄思，而是与人民共其呼吸、哀民生之多艰的政治学，它更是可以使
人厄穷独处知道而乐的生命哲学。”④吕祖谦之所以孜孜于《左传》的研究，是要以《左传》的阐释来关
照现实政治与生活。他认为，“《左氏》一书，接三代之末流，五经之余派，学者苟尽心于此，则有不尽
之用矣”。⑤ 吕祖谦所说的“用”，就是他研究《左传》的目的所在; 而《左传》之所以具有“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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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其“上既见先王遗制之尚在，下又见后世变迁之所因”蕴含着实现治世理想的真理。① 面对当时
理学空谈义理的风气，他颇为忧心: “今人为学，多尚虚文，不于着实处下工夫，到临事之际，种种不
晓。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②《左传》以史事见长，不尚空谈，正是吕氏所期望的“有用之学”。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中唐以前《左传》胜于《公羊传》《穀梁传》，自杜预《春秋左传注》到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再到刘知幾《史通》，都对《左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充分肯定，《左传》学
在中唐以前相比于《公羊传》《穀梁传》可谓一枝独秀。随着中晚唐啖助、赵匡、陆淳不惑传注直寻经
义，开《春秋》学研究新气象，《左传》逐渐不受重视。北宋初年孙复、刘敞“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
《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③ 理学思潮兴起后，虽然理学家企图以义理解说《左传》，但
其毕竟是言事的史书，难以受到理学人士的重视。相较于治《春秋》成为热潮，《左传》明显受到冷
落。《宋史·艺文志》所录《左传》类著作只有 24 部，《四库全书》所录宋人《左传》学著作仅有六部，
而吕祖谦的《左传》研究著作前者收录五部，后者收录三部。由此可见，从著述数量及影响力来看，吕
祖谦都堪称宋代首屈一指的《左传》学大家。
吕祖谦《左传》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分别秉持经学立场与史学立场。从经学立场而言，吕祖谦肯

定《左传》是讲究褒贬、内蕴义理的不同于一般史书的解经史书，高度重视阐发《左传》的义理，并以
理学的眼光批判《左传》讲究义理的不足，借助对《左传》的义理阐释，期望将其纳入理学思想体系当
中。从史学立场而言，吕祖谦肯定《左传》是编年叙事的“国史”，重视以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
《左传》，对《左传》中人物和史事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点评，重视阐发《左传》的史法、史学思想、史料
价值和典章制度等。吕祖谦认为，“看史非欲闻见该博，正是要‘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抵事只
有成己、成物两件。”④成己是内圣之道，成物是外王之法，而无论是“内圣”之学还是“外王”之学，都
离不开对史事的认识与阐发。浙东学术“言性命必究于史”的特色，已在吕祖谦这里得到了充分
体现。
吕祖谦的《左传》学研究学术影响深远。从治学路数而言，吕祖谦的《左传》研究融会经史于一

炉。由吕祖谦开启的经史并重的治学路数，经过吕氏后学王应麟，到清初黄宗羲，再到清中期章学
诚，被此后浙东学术一脉相承，为浙东学术流派的经史观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浙东学术具有绵远持久

的影响力。从治学目的而言，吕祖谦的《左传》研究将通经致用和以史致用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系
统阐发《左传》义理，对时代理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而重视《左传》的史学阐释，重视发挥史学的经
世致用功能，则又与当时理学思潮下出现的轻史风气明显不同。

( 作者程源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邮编: 100101)
( 责任编辑:张舰戈)

( 责任校对:苑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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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左氏传续说纲领》，《吕祖谦全集》第 7 册，第 2 页。
吕祖谦:《左氏传说》卷 5，《吕祖谦全集》第 7 册，第 68 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 26《春秋类一》，第 210 页。
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卷 10《门人所记杂说二》，《吕祖谦全集》第 2 册，第 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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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writings of Algerian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iography of North
Africa by French colonial officials and Orientalist scholars． In the 1920s，with the emergence of Algerian
nationalist movement，the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began to enter a stage of localization and prosperity． Its
chief feature l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people’s historical awareness，and the prominence of the critical tone
as well as nationalist rhetoric． After Algeria’s independence in 1962，nationalist scholars began to adopt
the writing model to frame the nation-state as the center of this country’s histo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In the 1980s，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new general history and the rewriting of
memories of the Algerian War of Independence，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Algerian historiography gradually
turned to“the new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during the time of political pluralism． Algerian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as a form of knowledge and thought，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lgerian War of
Independence，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and the nation-state building．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for and the Zeitgeist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 / Ma Ping’an

China’s developmen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demand for innovations of culture，theory，
system，and socialis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as predetermined that China needs
to seek wisdom and knowledge about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ternally within its own cultural
tradition，while learning and referring from the outside world． To realize this，a critical step is to creatively
convert China’s outstanding culture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 it． At present，China is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How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country’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is a brand-new
topic． There are no shortcuts for us to take and no ready-made coordinates for us to refer to． In China，a
country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cultural traditions，we should follow its own logic of development，
insist on taking history as a mirror，make use of the past for the present and bring forth the new through the
old，strengthen confidence in our journey，combin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fully and thoroughly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and
move forward step by step，in order to embrac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all fronts
through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etween Classics and History: Lv Zuqian’s Study of Zuo Zhuan / / Cheng Yuanyuan

Lv Zuqian was an important Neo-Confucianist and historian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Qiandao-Chunxi period，and he wrote extensively throughout his life，especially on Zuo Zhuan ( The Zuo
Tradition or The Commentary of Zuo) ． His association with the Zuo Zhuan was inseparable from his family
influence，the Neo-Confucian trend of his time， and his personal interests in scholarship． In his
interpretation of Zuo Zhuan，Lv held the positions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respectivel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onfucian classics，he considered Zuo Zhuan as a historical book concerned with moral judgments，and
historicized events recorded in it． 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deducing moral meanings from the text．
In a self-reflexive manner，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he neither had sufficient knowledge about moral
righteousness nor was able to distinguish principles from ethics． He admitted that he was obsessed with
calamities and hegemonic deeds while reading Zuo Zhuan，and hoped to incorporate it into the genealogy of
Neo-Confucianis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ography，he affirmed that Zuo Zhuan was a historical
book with a chronological narrative． He paid attention to its historical method，historical thoughts，and the
value of its records on canonical system and of its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dual emphasis on classics and
history in his interpretation of Zuo Zhuan wa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his view on use of classics as an ethical
and moral standard for correcting people’s minds and use of history as a reference for reality． Lv Zuqian’
s study of Zuo Zhuan gave birth to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the study of life-and-death matters must be
based on history”，which was upheld by scholars from eastern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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